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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在澳门发生的流行传染病――非典性肺炎（俗称非典）危机事

件，来检验行为预测模型。我们通过分析媒介使用形态、信息处理模型、评估

性反应以及行为等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来回答研究问题和界定各种影响条

件。我们在 2003 年 5 月 7 日至 10 日适逢发生非典事件的高峰期，于澳门进行

随机电话访问调查，共访问了 526 位 15 岁或以上的澳门居民。从研究假设的检

验结果来看，我们的数据在四个方面具有启示意义：首先，对非典所产生的恐

惧感暗示比一般认为基于理性思考的态度含有更强烈的情感元素；第二，人们

在认知层面上具有社会与个人的明显分野；第三，关于信息处理的两种策略―

中心化处理及边缘化处理，其预测恐惧感及行为的方向恰恰相反；最后，态度

扮演了信息处理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的假设得到的支持，此结果与 O－S－O

－R 模型的概念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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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of Reason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Predictive Model of SAR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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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contextualized in a special crisis situation, the SARS epidemic, in 

Macao to test a model of behavior prediction. We tackle questions and specify 

conditions in four area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patterns 

of media use, mode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valuative responses, and behaviors. 

A total probability sample of 526 Macao residents aged 15 or above was interviewed 

during the peak SARS outbreak period from May 7 to 10, 2003 in Macao. 

Corresponding to our research hypothesis, the data shed light on four aspects: first, 

fear of SARS might imply a stronger affective element than what would be expected 

from an attitude based on rational reasoning; second, a clear society_/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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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on at the cognitive level is identified; third, cognitive activities of two kinds 

of information processors, central processing mode and peripheral processing mode, 

have been shown to predict fear and behavior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nd last, the role 

of attitude serving as a mediating mechanism betwee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behavior is supported, in line with the O-S-O-R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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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对于行为的理论解释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可见与隐藏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例如态度、信念，有时甚至同时出现的共变量如社会规范和信息处理形

态）。然而，尽管目前社会心理学里已经建立了不少经得起考验的模型，有关

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仍然未达共识。首先，其中一个争论点是人类

的理性思维（human rationality）（例如有意识地衡量成本与利益等）与尚未建

立理性联系的情绪（emotions）（例如恐慌、狂热等）两者之间究竟是相辅相

成还是彼此竞争的关系。虽然在适当的时候，任何一种关系都可能发生，但是

就模型建立的角度来说，含糊之处颇多。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之下，这种关

系是调适或交互作用（moderation or interaction）、中介作用（mediation）还是

独立影响（independent influence）呢？ 

其次，过往研究显示，有关感知（perception）以及由感知诱发的行为

（perception-induced behaviors）可以分为个人及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

个体具有感知及行为主导的能力和意愿，而在社会层面，个体则没法掌握甚至

是抗拒这种能力和意愿。这些发现带出了一些关于感知及行为的维度以及可能

预测这些维度的路径的严重问题。具体地说，人们是否能把感知和行为区分成

社会及个人两个层面？若是，那么这两个层面的运作是否需要吸收不同的信

息？影响两者的前提变量（antecedents）又是否可以区分？ 

第三，令人困惑的是有偏好（preference）的问题。对于人们的态度和行

为如何与为何有偏好，以及不同个体之间所产生的态度和行为冲突的程度和因

由，我们目前所知甚少。例如，在评估相同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人们有不同的

偏好？为什么人们有不同的意见？那些具有相同信念及采取一致行动的的人有

哪些共通点？那些在行为上相异的人是否在认知过程中也系统性地表现不一致

呢？ 

这些问题可以放在由 Markus 和 Zajonc（1985）提出、经 McLeod

（2000）提炼后的 O－S－O－R 模型中寻找答案。根据此模型的思路，本研究

以发生在澳门的非典事件为研究情景，试图建立一个行为预测模型来回答上述

问题。选择非典事件的原因是，这样的重大社会危机（至少在媒体的话语里面

是这样定义）一方面会令公众整体的态度趋于一致，另一方面却会加大个人在

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反应。此时，常规显然已经有所变化。至少对于某部分人来

说，这突而奇来的事件使他们某些活动受到限制，而某些活动却受到推动。按

此逻辑，非典事件是否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危机已经无关宏旨。人们对事件的感

知才是关键。澳门是一个人口不到半百万的小城，其主权在 1999 年从葡萄牙政

府回归中国，当地中文媒介调子一致亲中，官方主导政治话语权，社群同质性

亦较高。这些特点让本研究拥有一个「天然控制」来自多元社会网络及政治观

点的污染的优势。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的首任并不是要揭示媒介对事件的诠释

的动机，而是考察个体在遇到此等媒介事件时，其思想的运作过程如何。其中

关键的概念是「运作的深度」（depth of processing），意思是个体对外来的信

息有不同程度的关注，由此引发不同程度的认知及情绪反应，最终产生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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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这种理论式的陈述，并非纯然假设的，而是经过验证的。在本研究

里，我们把众多组变量之间的关系置于因非典事件所触发的社会及个人层面反

应的概念之下来进行检验。 

 

理论模型 

对认知反应（cognitive response, R）的经典理解方式必然牵涉到其前提―

刺激物（stimuli, S）。不过，这个 S－R 模型却没法深入了解 S 和 R 两者之间的

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过程被忽略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乃基于这样的假设：行

为是个体从客观的属性、主观的再现（例如社会相对于个人、善相对于恶）的

知识中诱发出来的。例如，即使非典的受害者在客观上比那些患上一般性肺炎

者具有较高的死亡机率，然而，判断死亡威胁的分量及衡量具体行为所带来的

好处（例如洗手的频率）却因人而异。这些行为上的差异可以涵盖许多与信息

处理、态度形成以及情绪激发等有关的概念。再者，这些概念的运作过程在刺

激物之前或之后都可以发生。 

为了有机地综合上述复杂的过程，本研究采取 O－S－O－R 模型（见

McLeod， 2000 文章如何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融入传播学中）。此模型超越传

统的 S－R 模型的框架。模型中第一个 O 指现存的社会及心理信念；S 代表不同

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传播形式；第二个 O 包含一系列的信息处理策略；R 是最终

的依变量。由于此模型牵涉面广，因此需要整合几个不同的理论观点来论述。 

首先是著名的理性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Ajzen & 

Fishbein, 2004; Ajzen & Fishbein, 1980)。这理论指出，个人对某行为的态度可以

从他对该行为的评估信念而得知。实际上采取某项行为的意图乃个人对该行为

的态度加上其对该行为的主观规范的共同结果。由此理论衍生出来的期望价值

模型（the expectancy-value model）提供了详尽的解释。此模型关注的是信念达

成（belief accessibility）这个概念，意思是对某事物或行为的态度乃由对该事物

或行为的可达成的信念所决定(Ajzen & Fishbein, 2004)。若人们认为某事物或行

为越具有良好的属性和越能导致良好的结果的话，则他们越会正面地对之进行

评价。其他一些相关的理论虽然在态度内容和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力方面有所不

同(例如 Barge, Chen & Burrows, 1996; Fazio, 1990)，但是其基本要义都是跟随上

述理性行为理论的结构而来。 

与上述观点相一致的、较为广泛地被接受的看法是：个体具有一种天生

的动力从事实中形成某种评价，而且一旦这种主观的评价得以形成，对行为产

生影响的客观事实便变得毫不相关。例如，根据受害者与人口的比例，感染非

典的机率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然而，即使感染非典的机率很小，人们依然感

到恐惧，因为他们心理上评估的是结果，而不是客观的机率。由于信念和态度

的形成、发展或者衰减，既不是完全由个人自主地进行，也不是全然受到外力

的干扰的结果，因此在态度和社会情景之间的「中间地带」便成为一个重要的

探索领域(Elser & Stroebe, 1972)。要阐明这个中间地带，我们必须依赖实在的或

是潜在的理性思考以及非理性/情绪性的元素。 

在真实的情景中对判断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步骤：（一）在有选择

的情况之下，偏好可能改变个人的决定和行为。例如，对于一个澳门的商人来

说，在香港处于非典高危期间访港，无疑于踩在地雷阵上。然而，当他选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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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访港则意味着他会损失赚大钱的机会。无论选择如何，若我们对这种真实的

或者感知的选择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情景不了解，那么我们不可能完全明了人

们的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二）当人们具有这种选择偏好及可以进行认知

判断（不论是作出决定之前或之后）时，他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

呢？归根究底是因为个体的关注和认知过程是有选择性的（selective）(Elser & 

Stroebe, 1972)。在上述商人的例子中，他去还是不去香港可能完全基于理性的

决定，也可能是完全感性的决定。这种选择性（selectivity）乃视乎个人所经历

的不同的符号式的和语言式的再现上（例如媒介经验）。因此，选择性这个概

念构成了社会判断的核心。 

既然符号式的再现乃选择的前提，那么信息的来源和信息处理的形态就

更值得细敲。有关信息处理的理论当中，双重处理模型（dual mode 

processing）对不同态度的显要性提供了很强的解释力(Chaiken, 1980; Petty & 

Cacioppo, 1986; Fazio, 1990)。根据此模型的逻辑，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动机

会限制对事件的深思熟虑，结果导致可以界定为重要事件的数量的减少。一方

面，有系统的、主要的信息处理模型通常需要艰苦的反思和深思过程。另一方

面，引导式的、边缘化的信息处理模型却不甚费劲，它通常决定于个人的动机

及其对事件的阅读能力(Chaiken, 1980)。因此，那些对评估对象进行密切关注以

及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与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度。 

综合上述理论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两条预测行为的平衡路径：一条是从

个人自我选择的中心化的信息处理到态度的形成、继而到行为；另一条是从边

缘化的信息处理到相同的终点。这两条路径在理论上是泾渭分明的。原因是如

果信息在态度的形成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同样的态度和行为不可能来自不

同的信息处理习惯。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不一定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认为

相同的情形（例如非典对生命的威胁、常常洗手的好处等）具有同样的重要

性。因此，我们同时需要考虑到其他在心理上不易改变的、暂时性的、或表面

化的评估等因素。对于一种社会危机（例如流感）的爆发所采取的新的行为方

式，只不过是某些深层的、持久的心理状态的一个变量或者仅仅为一种表面化

的呈现而已。 

近年有研究把态度置于行为分成社会及个人两个层面(Park, 2000)。虽然

Park(2000)的研究结果主要是用来解释在理性行为理论中所涉及的态度与主观规

范重叠的地方，但是社会－个人这种分层在理论上似乎站得住脚。由此，应用

在行为的研究上也应该成立。如果我们可以把态度和行为分成不同层面，那么

我们应该可以找出不同的预测路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层面的态度

与社会层面的行为之间应该比个人的态度与个人的行为之间具有更强的联系。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个人行为分成社会及个人两个层面，乃完全基于理性的个

人主义（egoism），有别于 Park（2000）对社会行为的分层更着眼于利他主义

（altruism）。在 Park 的研究里，社会行为偏向于公共服务类型（例如环保、城

市清洁等），而本研究的变量代表一种集体行为，这种行为偏向于个人动机类

型（例如参加聚会、往酒吧喝酒聊天、看电影等）。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把多

个理论观点整合在一起，并以澳门居民预防非典的行为作为研究情景。图一是

本研究的概念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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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行为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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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显示，最终的依变量有两个，分别是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预防非

典行为。每个层面的变量都由相对应的对非典的评估式感性反应（恐惧感）所

预测（模型中的第四栏）。连接社会及个人层面的恐惧感与它们相对应的行为

的路径，乃代表了个人从接触媒介的非典报道中所形成的评估结果。行为上的

差异会反映出心理上的判断和偏好。这里必须指出，经典的认知心理学原理认

为，关于心理评估的变化应该与态度及行为之间所增加的协调性的方向相同

(e.g., Hider, 1964; Osgood & Tannenbaum, 1955)。同理，不协调理论（dissonance 

theory）认为，导致行为的认知一旦形成，两者就会成协调状态(Festinger, 

1957)。归根究底，人们会判断现实以维持内在的一致性，以及行为的认知会因

为希望减少不一致的情况而有所改变(Osgood, 1960; Festinger, 1957)。在某程度

上，所有的决定都隐含某些不协调的元素。由此，人们趋向于服从一个内在的

动机来减少或者避免态度与行为之间出现的不一致状况。这种观点对于假设社

会态度影响社会行为以及个人态度影响个人行为具有正面作用，但是对于假设

社会态度影响个人行为或者个人态度影响社会行为则没有帮助（模型中的虚线

箭头所示）。 

在模型中，态度/感性反应代表信息处理的一种中心化或边缘化取向。虽

然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motivation theory）指出认知过程决定人们的反

应，而非情感，而且，单单是恐惧感本身不会导致行为的改变，但是我们依然

有理由认为，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反应与情感反应会同时交互影

响。在本研究里，我们特别关注恐惧感这个变量，因为它是认知与情感的共同

结果。 

模型的第二栏是本研究的重要变量：对不同媒介的非典新闻的关注程

度。另外，第三栏中的中心化/深思熟虑或边缘化的信息处理模型乃代表外来信

息和理性或感性反应之间的一个中介机制（mechanism of mediation）(McLeod, 

2000)。过往研究发现，信息特征可以促使无数有意义的、有时甚至无聊的处理

形态(例如 Nisbett & Ross, 1980)。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发现显示，人们趋向于重

视负面信息多于正面信息，可能是由于前者具有更高的独特性(Kanouse & 

Hanson, 1971)。 

 

人口特征 

媒介使用 

非典新闻的
关注度： 

报纸 

电视 

互联网 

信息处理  

中心化 

深思熟虑  

情感反应 

恐惧感（个人

层面） 

 

行为 

个人层面的

行为 

 

信息处理  

边缘化 

情感反应 

恐惧感（社会

层面） 

行为 

社会层面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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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乃采随机抽样电话调查访问方法而得。调查在 2003 年 5 月 7 日至

10 日期间进行，成功访问了 526 名年龄在 15 岁或以上、会说中文的澳门居民。

抽样架构为全澳电话用户资料库和电脑加二方式配套组成，利用电脑辅助电话

访问系统（CATI）、由 40 位经过训练、就读于澳门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

生进行电话访问。在调查期间，调查员成功接通 1636 个用户号码，按美国民意

研究协会的成功率公式三（RR3）及合作率公式三（COOP3）计算，本调查的

回应率为 45.7%，合作率为 63.3%（AAPOR， 2000），在 95％信心水准下，抽

样误差为±4.36%。为了确保调查样本在性别和年龄上能代表澳门整体的人口特

征，我们把样本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作比较，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差

异。另外，必须指出，虽然调查时间是在澳门出现第一个非典个案之前，但

是，在公布感染个案之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波调查，结果在我们的模型中没

有发现显著的差异。 

 

测量 

 

 为了符合理论模型的分析需要，我们把问卷题目分成五组。第一组是关于

预防非典的行为，一共有六个题目，经主成分斜交转轴因子分析法，得到两个

明显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是社会行为，由三个题目组成，分别是（一）减少与

朋友见面；（二）减少参加团体活动及聚会；（三）减少外出消闲娱乐。另一

个因子是个人行为，同样由三个题目组成，分别是（一）增加洗手频次；

（二）增加清洁防炎用品的支出；（三）增加做运动的次数（见表一）。 

表一 因子分析：社会的 vs. 个人的预防行为 

 

 预防行为 

 

问卷题目 

 

社会 

 

个人 

减少与朋友见面 .832 .238 

减少参加团体活动及聚会 .769 .342 

减少外出消闲娱乐 .749 .328 

 

增加洗手频次 

 

.302 

 

.751 

增加清洁防炎用品的支出 .311 .720 

增加做运动的次数 .207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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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en 值 

变异量 (%) 

总变异量 (%) 

信度 (Alpha) 

2.4 

39.2 

55.9 

.70 

1.0 

16.7 

 

.50 

(主成分斜交转轴法；缺失值由平均数取代；N=526) 

 

第二组包括七道问题，测量两个层面的感性反应：社会恐惧感和个人恐

惧感。经同样的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以上两个因子。社会恐惧感由三个题目组

成，分别是（一）对澳门未来缺乏信心；（二）担心家庭收入减少；（三）担

心更多人会失业。个人恐惧感包括四个题目，分别是（一）担心受到非典感

染；（二）留意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三）经常紧张焦虑；（四）担心到医

院（见表二）。在以上各题目中，只有「担心更多人会失业」这道题目产生横

跨两个因子的接近的因子负荷量，原因可能是担忧受访者或任一家庭成员都有

可能真正成为失业大军的一员。 

 

表一 因子分析：社会的 vs. 个人的恐惧感 

 

 恐惧感 

 

问卷题目 

 

社会 

 

个人 

对澳门未来缺乏信心 .707 .161 

担心家庭收入减少 .661 .362 

担心更多人会失业 .539 .392 

担心受到非典感染 -.368 .777 

经常紧张焦虑 -.301 .756 

留意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 .130 .702 

担心到医院 -.111 .697 

Eigen 值 

变异量 (%) 

总变异量 (%) 

信度 (Alpha) 

1.2 

16.7 

53.3 

.38 

2.6 

36.6 

 

.75 

(主成分斜交转轴法；缺失值由平均数取代；N=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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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变量是测量有关非典的信息处理策略：中心化、深思熟虑及边缘

化。中心化信息处理的测量题目是「一直密切关注非典的发展」；深思熟虑通

过「在看完非典新闻之后，会用一些时间去思考」来测量；边缘化信息处理则

是指受访者对信息的认知处理，测量问题是询问受访者「对非典信息是否漠不

关心」。 

第四组是有关媒介使用的变量，包括受访者对本地报纸、本地电视台及

互联网对非典的报道。问卷里还包括一般性的媒介接触频次等问题，不过由于

它们在预测力方面较弱，因此没有纳入模型中进行分析。 

最后一组变量是测量受访者的社会地位，包括四个常用的人口特征变

量：性别（男性＝1；女性＝2）、年龄、文化程度及收入。在分析中，这些变

量被视为控制变量。 

在分析策略方面，我们除了检验中心化、深思熟虑和边缘化的信息处理

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与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在理论上与实证上的

分野之外，我们还会利用多元回归方程来验证人们对非典信息的评估性反应是

否在信息处理和预防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分别总结在三个表里面。表三所呈现的是人口特征以

及媒介使用形态对信息处理的影响。平均来说，个人的社会地位仅仅对人们如

何处理信息的方式产生零星的效果。其中女性比男性更会采取中心化的处理策

略(β = .16, p < .001)，反之，男性似乎更显得轻松自在地依赖一些简单的提示

或捷径来处理非典信息(β = -.11, p < .05)。至于其余的人口变量则对信息处理策

略没有显著的影响。尽管没有发现显著的效果，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在中心化

和深思熟虑中显示相反的方向，暗示把信息处理分成多个维度具有效度。 

表三 回归分析: 媒介使用形态预测中心化的和边缘化的信息处理 

 

预测变量 信息处理策略 

人口变量 中心化 边缘化 深思熟虑 

性别 .16*** -.11* .10 

年龄 .06 -.04 -.03 

文化程度 .02 .05 -.02 

收入 .05 -.03 .06 

R2 (%) 2.7** 1.6# 1.4 

媒介使用形态    

对非典信息的关注 

报纸 

 

.42*** 

 

-.18*** 

 

.24*** 

电视 .35*** -.1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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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19*** -.12** .15*** 

R2 (%) 19.0*** 3.9*** 7.3*** 

注：表格里的数据是控制人口变量后的 OLS 回归系数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在表三里，我们发现最强的影响因素来自人们如何使用大众媒介。人们对

本地报纸、本地电视及互联网上出现的非典信息的关注度皆对中心化及深思熟

虑的信息处理策略产生正面的影响。所有的β值都在 p<.001 的显著水平（表三

第一栏下半部分）。从报纸（β＝.42）、电视（β=.35）及互联网（β=.19）

的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知道，人们对媒介信息采取系统式

的、细致的了解方式，确实在具深度认知的心理活动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与此

截然不同的是，从负向的β值来看，上述那些媒介使用者似乎完全抗拒边缘化

的信息处理策略。这种高度一致性的发现，使我们更有理由把一般的媒介接触

测量（例如阅读频率及时间）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这些测量的效果既不稳

定，又容易反复（此部分的结果没有呈现在表三里）。再者，从变异量的大小

来看，媒介使用的变量在分析模型中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R2＝19％）。 

接着，在表四里，我们探究的是人口变量、媒介使用形态及信息处理策

略对两个恐惧感层面的预测结构。在人口变量组，只有性别与个人的恐惧感有

显著的关系，结果显示女性远远比男性更担心会受到非典感染的威胁(β = .27, 

p < .001)。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所有人都对非典的社会影响没有形成恐惧

感，反之，他们害怕个人会受到传染。解释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理由可以是时

机的问题。在我们的调查期间，正值澳门尚未正式发现有人感染非典。另一个

可能的解释是媒介的报道和对危机的定义强化了个人立即死亡的危险状况，而

这种强化的程度大于社会层面的涵义。 

表四 回归分析:媒介使用形态、信息处理预测社会和个人恐惧感 

 

预测变量 恐惧感 (对非典的情感反应) 

人口变量 社会 个人 

性别 -.01 .27*** 

年龄 -.03 .05 

文化程度 -.08 .07 

收入 -.06 .04 

R2 (%) 1.4 7.7*** 

媒介使用形态   

对非典信息的关注 

报纸 

 

.08# 

 

.32*** 

电视 .0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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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06 .12** 

R2 (%) 0.7 11.8*** 

信息处理   

深思熟虑 .02 .31*** 

中心化 .04 .37*** 

边缘化 -.03 -.12** 

R2 (%) 0.3 11.2*** 

注：表格里的数据是控制人口变量后的 OLS 回归系数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除了互联网之外，人们对报纸及电视的非典新闻的关注程度与两个层面

的恐惧感相关。不过，这种关注对个人层面的影响大于对社会层面的影响。此

结果与人口变量的影响力相呼应。结果亦说明了人们对媒介非典信息的关注程

度越高，不单越会加重害怕受害的感觉，也越会提高人们对社会混乱状况的感

知程度。 

从分析数据可见，信息处理策略具有非常明显的预测力。深思熟虑和中

心化的处理策略对个人层面的恐惧感产生几乎同样力度和方向一致的影响力，

而且也同时对社会层面的恐惧感没有任何影响。对那些采取边缘化策略的人来

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媒介非典信息的兴趣，致使他们表达出无惧于社会

层面的非典威胁（正向，但不显著）及个人层面的非典威胁(β= -.12, p < .01)的

态度。 

简而言之，在表四里，最后两组的自变量明显地区分出与社会层面及个

人层面的恐惧感的关系，显示人们对某情景或事物的情感反应，可以与信息以

及对信息的处理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在个体层面尤为显著。 

表五是将整个概念化模型整合后的分析结果，试图找出影响预防非典行

为的路径。为了便于表达，我们没有呈现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只保留该组的

变异量。 

表五 回归分析:媒介使用形态、信息处理和恐惧感因子预测行为变化 

 

预测变量 
行为 

人口变量 
社会 个人 

R2 (%) 2.0* 0.7 

恐惧感因子   

社会 .34*** .43*** 

个人 .20*** .03 

R2 (%) 9.6*** 5.3*** 

媒介使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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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典信息的关注 

报纸 

 

.15*** 

.02 

 

.16*** 

.03 

电视 
.18*** 

.06 

.23*** 

.10** 

互联网 
.14*** 

.09* 

.06 

.01 

R2 (%) 
3.8*** 

0.9 

5.3*** 

1.2# 

信息处理 
  

深思熟虑 
.17*** 

.08# 

.30*** 

.19*** 

中心化 
.15*** 

.02 

.37*** 

.25*** 

边缘化 
-.10* 

-.05 

-.12** 

-.05 

R2 (%) 
2.2* 

0.6 

14.7*** 

7.4*** 

注：表格里第一行的数据是控制人口变量后的 OLS 回归系数；第二行的数据是

进一步控制社会及个人层面的恐惧感因子后的 beta 值。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结果显示，两个层面的恐惧感与两个层面的行为之间分别具有非常强大

的正向关系。其回归系数在整个模型中也是最大的（例如，社会恐惧感－社会

行为：β＝.34，p<.001；社会恐惧感－个人行为：β＝.43, p<.001）。然而，个

人恐惧感对个人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的结果却令人有点困惑。这种反常情况为总

结恐惧感对行为的强大影响的结论蒙上阴影。 

就媒介使用而言（第一行β值），除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人行为不具影响

力之外（β= .06），对三种媒介的非典信息的关注度能正面且正向地预测两个

层面的非典预防行为（β值从.14 至.23）。其中电视使用稍微比其他两种媒介

使用具较强的影响力。不过，当控制了两个恐惧感变量后，所有媒介使用的回

归系数值便大幅度地降低（第二行β值），而且只有电视使用对个人行为以及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行为依然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几乎同样的形态也出现在信息处理的变量中。所有第一行的回归系数都

是显著的，虽然方向不是全部一致。边缘化的信息处理策略对社会行为（β= -

.10, p < .05）及个人行为皆产生负面的影响（β= -.12, p < .01）。相反地，深思

熟虑和中心化的信息处理策略则对两个层面的行为都有正面影响（深思熟虑对

社会行为：β= .17, p < .001；深思熟虑对个人行为：β= .30, p < .001；中心化

对社会行为：β= .15, p < .001；中心化对个人行为：β= .37, p < .001）。这结

果与它们对恐惧感所产生的影响类似。尽管如此，其影响力在两个层面的行为

上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几乎是对社会行为的两倍。此

外，象媒介使用一样，经过控制恐惧感变量后，上述影响力便急剧下降。有一

半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消失了。只有深思熟虑对社会行为、深思熟虑对个人行

为、中心化对个人行为等三组的显著关系依然存在，不过其回归系数值亦已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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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至一半或接近一半。此外，此组变量的解释变异量亦同时大幅度地降低（分

别从 2.2%降低至 0.6%及从 14.7%降低至 7.4%）。 

 

结论及讨论 

对研究者来说，试图解释影响行为的路径，虽复杂但别具意义。本研究

透过建立预测模型，分析媒介使用的形态、信息处理的方式、评估性的反应以

及行为等四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藉此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及界定各种影响条

件。我们把研究情景设在受非典影响的澳门小城。选择这个特殊的危机事件以

及具有特色的小社区，并非出于方便，而是建基于我们认为它们对理论的探讨

深具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事实上不但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对观察到的关系作

通则化的极佳条件，同时为理论建构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我们关心对健康、危机及特定情况的心理反应可以如何预测非典

预防行为。分析结果显示，在个人所宣称的受到感染的恐惧心理和后续的消除

该种恐惧的行为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例外有一，后文将作讨论）。如理

性行为理论所言，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判断及其结果乃意欲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

决定因素。该行动若能真正实施，乃基于一致性的压力，这亦符合认知平衡及

不协调理论的主张。对非典所产生的恐惧感可能暗示有一个比以理性为基础的

态度更强的感性元素存在，尤其是在澳门这个情景里，在我们的调查期间，没

有发现任何一个受感染的个案。虽然在非典这个事件中，恐惧感的程度可以通

过一些心理技巧来减低，然而，恐惧感本身却与行为最为接近，而我们的研究

确实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 

第二，从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启示（例如 Park, 2000），我们关注到恐惧感

和行为可以分为社会与个人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了他们

在心理和行为上具有社会和个人的本质（见表一及表二）。此外，这些因子在

回归分析中同样得到验证（见表三及表四）。因此，整体上这种多维度的概念

化在本研究中获得肯定。另外，在信息处理的变量组中，所有变量只能显著地

预测个人层面的恐惧感。同样地，所有媒介使用形态的变量亦只对个人层面的

恐惧感产生影响（与社会层面的微弱显著关系在 95％信心水平时会消失）。 

这种社会－个人的分层在认知层面上对行为的预测就没有那么壁垒分

明。除了个人恐惧感与个人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之外，其他所有变量都与

社会及个人行为具有显著的关系（见表五）。个人层面的恐惧感没有影响到个

人层面的行为确实难以解释。一种可能的猜测是某些习惯性的力量被隐藏了。

不过，个人的非典预防行为比社会行为更能被预测的事实，就说明了我们的发

现并没有违反直觉或与期望相悖。 

第三，我们关注系统性的/中心化的信息处理方式与边缘化的/提示性的方

式，在与恐惧感和行为等变量产生联系时有何分野。结果显示，当人们对非典

信息显得漠不关心时，会错估非典对健康威胁的情势，并且显得不愿意采取预

防行为。上述两种信息处理方式的认知活动在预测恐惧感和行为时，方向正好

相反。 

最后，我们关心模型的确立。在模型中，我们确立了态度（恐惧感）扮

演着信息处理和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这种确立得到强而有力的实证支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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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所示，所有从媒介使用变量和信息处理变量得出的显著的回归系数值，在

控制了人口变量及恐惧感变量后，均大幅度地降低及变得不显著。从理论上来

讲，这些结果支持 McLeod（2000）对 O－S－O－R 的概念定义。由此，持传

统的媒介对行为的影响的观点者，必须正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心理因素所起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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